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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的空间关联分析

——基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
*1

胡艳 时浩楠

(安徽大学经济学院 230601)

【内容摘要】：该文以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月度数据为依

据，采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城市之间的创新关联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方法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城

市创新的关联网络特征以及空间结构。研究结果表明：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关联的网络密度相对较高，创新关联

现象较为普遍，而且不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效应;各城市拥有不同的中心度，具备不同的权力，但权力大小与城市

等级规模的关系不明显;长三角城市群存在 4 个子群，各子群的城市创新关联网络密度以及成员规模存在差异;各城

市在四大子群以及子群内部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中间人角色，具有不同的地位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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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现有关于城市创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层面：一是有关城市创新能力的评价，如 Nam&Pardo(2011)认为城市创新能力

的评价不仅要考虑城市的技术创新能力，还要兼顾城市的管理和组织创新能力以及城市的政策创新能力。谢科范等(2009)依据

城市创新活力的相关理论，从城市创新能力支撑结构钻石模型和城市创新系统投入产出模型两个角度综合对比分析了我国 18 个

城市的创新能力。解旭霞和刘明广(2016)从创新投入、创新产出与创新环境三个角度构建了广州的创新能力评价指标体系，并

利用非线性加权综合评价法对广州 2000—2013 年的城市创新能力进行了系统评价。二是有关城市创新能力的时空演变分析，如

Li等(2015)采用 2000—2012 年中国生物技术领域发表的论文和专利申请数据，从科学知识网络和技术知识网络两个角度研究了

中国城市创新网络的时空演化关系，指出通过厘清每个城市在对科学知识网络和技术知识网络方面存在的差距，能够更加有效

地制定出城市创新发展政策。谭俊涛等(2014)以黑龙江省为例，探讨了黑龙江省 12 个地级市 2001—2010 年间的城市创新能力

分布格局及其发展过程，认为黑龙江省城市之间的创新能力差异明显，虽然区域差异和极化程度呈不断增大的趋势，但其创新

能力格局仍相对较为稳定。宋周莺等(2016)采用回归分析、变异系数等研究方法，分析了东北地区 36 个地级城市 2009—2014

年间的创新能力发展格局及其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带动作用。胡海鹏等(2015)从城市创新职能效率与城市创新外向功能量两个角

度测算了广东省 21 个地级城市的创新流强度数值，进而利用聚类分析研究了广东省的城市创新强度空间格局。三是有关城市创

新的影响因素分析，如 Lieberherr-Gardiol(2012)认为便捷的交通和通讯设施、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支持，能够为城市创新提供

更好的创新环境。Chessa 等(2013)探讨了欧盟的科技一体化问题，指出国家行政边界的分割仍是欧盟区域科技一体化进程的主

要阻碍因素，而欧盟研究区(ERA)计划能够通过直接投资、增加流动性与简化创新政策等方式弱化国家行政边界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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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ier 和 Scherngell(2011)以欧洲研究和技术发展框架计划资助的组织间联合研发合作项目为例，利用离散选择模型分析了欧

洲研发网络中组织合作的决定因素。Scherngell 和 Barber(2011)重点研究了地理因素对城市间跨区域研发合作中的影响。倪鹏

飞等从创新主体、内部平台、全球联系与公共制度等众多角度，以全球 436 个城市为样本，采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了城市创新

能力的影响因素，认为公共制度与内部平台是影响城市创新能力最重要的因素，全球联系也有助于城市创新能力的提高。四是

有关城市创新的关联分析，Scherngell 和 Lata(2013)采用经过滤波的空间相互作用模型研究了在欧洲框架下的欧洲 255 个城市

1999—2006 年间的研发网络的时空特征。Fischer 和 Griffith(2008)采用专利引文数据，利用空间计量模型与基于特征函数的

空间滤波方法研究了 112 个欧洲城市间的知识流动的空间特征。吕拉昌、李勇(2010)在采用主成分分析以及聚类分析方法研究

了我国创新城市体系空间格局的基础之上，利用合作论文数量量化分析了城市之间的创新联系，认为省会城市和经济实力较强

的城市在创新扩散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徐雪琪和程开明(2008)在综合采用回归分析、聚类分析以及相关分析的基础之上，研究

了长三角城市间创新的空间扩散关系，认为长三角城市的创新扩散呈现等级扩散特征，与城市等级结构具有一致性。程开明(2010)

认为城市体系中存在的位势差和基础设施条件的提高能够加快城市的创新扩散，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实证研究也也支持了这一

观点。吴志强和陆天赞(2015)以 2012 年的时点数据为例，利用引力模型与社会网络分析方法研究了长三角三省一市的 41 个城

市的组织特征与空间网络关系，发现长三角创新群落存在相对较为明显的核心层、关联层和边缘层。

纵观国内外现有研究，尽管在城市创新尤其是城市创新关联方面已经取得了比较丰硕的研究成果，然而仍存在两个方面的

局限：其一，现有文献针对城市创新关联的研究主要是基于联合申请专利数据，然而由于城市间的联合申请专利并不完全依赖

于城市自身的专利申请总量，因而采用联合申请专利数据会在一定程度上忽视对城市自身创新能力的考量。其二，虽有部分文

献采用引力模型，弥补了上述缺陷，基于城市自身创新能力构建城市间的创新关联关系，但是引力模型所提供的城市间的创新

关系是一种无向的网络关系，相对于有向关系网络关系而言，引力模型的研究结果往往损失了大部分的有用信息，同时引力模

型往往只能采用某一个时点而不是一个时期的数据，因此研究的结论是否稳健仍有待做进一步的探讨。因此，如何基于城市自

身创新能力构建城市创新的关联关系，以及如何考察城市创新的传递方向，并得出相对更为稳健的研究结论，成为本文所要解

决的重点问题。

按照最新长三角城市群规划的范围，长三角城市群涵盖苏浙沪皖共 26个城市，不仅是我国对外开放程度最高、经济发展最

具活力的地区之一，同时也是我国最具创新能力的地区之一。2015 年长三角城市群全年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共达 30.29 万项，

占全国国内发明专利申请总量的 31.28%，同时长三角城市群全年的国内发明专利授权量已达 8.04 万项，占全国国内发明专利授

权量的 30.52%，长三角城市群在全国的创新能力可见一斑。因此，研究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的空间关联对于厘清长三角城市

群内部城市的创新关联关系，实现“以点带线、以线促面”，全面提升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水平，进而加快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以及代表性，本文选取了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共 96 期的国内发明专

利申请量月度数据作为各城市的城市创新的衡量指标。其中，江苏、浙江与安徽各城市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月度数据来自于

各省的知识产权局网站，而上海市知识产权局因并未公布其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的月度数据，本文选择从国家知识产权局 2008

—2015 年各月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业务工作及综合管理统计月报》中间接获取上海市的发明专利申请数据，对于个别月份

缺失的数据则采用不同年份相同月份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同比增长率进行计算整理得到。

(二)研究方法

1.格兰杰因果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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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兰杰因果检验是基于时间序列变量的过去值与当前值的相关性对时间序列变量统计意义上的因果关系进行检验的一种方

法(Granger，1969)。目前较为常用的格兰杰因果检验是基于向量自回归模型(VAR)进行的，其中向量自回归模型(VAR)的计算如

下：

式中，ΔAt与ΔBt分别表示时间序列 At与 Bt的一阶差分项，且ΔAt与ΔBt是平稳的时间序列。L 表示时间序列ΔAt与ΔBt的

滞后阶数，α、β为模型的估计参数，v 则为模型的扰动项。(1)式中若满足所有β12j的系数不全为零，则认为时间序列变量 B 的

过去值影响了时间序列变量 A 的当前值，时间序列变量 B 与时间序列变量 A 存在统计上的因果关系，即时间序列变量 B 是时

间序列变量 A 的格兰杰原因，同理，若(2)式中只要满足所有β22j的系数不全为零，则可认为时间序列变量 A 是时间序列变量 B

的格兰杰原因。

2.网络密度分析

网络密度测量的是整个网络中实际存在的关系数与理论上应该存在的关系数之比，用来表示整个网络连接的紧密程度。网

络密度越大，表明网络中各节点的联系就越紧密。对于有向关系网络而言，其网络密度计算如下：

式中，D 表示网络密度，n 表示整个网络内实际存在的关系数，N 表示整个网络内存在的节点数。

3.中心度分析

中心度是社会网络分析中重点关注的研究内容，其反映的是节点在网络中所具有的权力大小。按照关注的重点不同，中心

度可进一步分为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这三类。其中，节点的度数中心度衡量的是与该节点直接相连的节点数，

其不考虑节点对其他节点的影响力，而只关注于节点自身权力大小。节点的接近中心度衡量的是该节点与其他节点的距离之和，

其关注的是节点不受其他节点控制的能力，值得指出的是接近中心度是唯一一个反向指标，即节点的接近中心度越大，该节点

与其他节点的距离就越远，反而越不是网络的核心节点。节点的中间中心度衡量的是该节点在多大程度上居于某两个节点之间，

关注于节点对两端节点的控制能力。节点的度数中心度相对较为简单，可直接依据与节点的连接节点数进行统计计算，而接近

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则相对较为复杂，同时对于有向网络而言，度数中心度与接近中心度需要从内向关系与外向关系两个角度

加以细分。

接近中心度的计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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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i表示节点 i的接近中心度，dik表示点 i 和点 j 之间存在的捷径距离，i≠j

中间中心度的计算如下：

式中，Mi表示节点 i 的中间中心度，Fjk(i)表示点 k和点 j 之间经过点 i 的捷径数目，Fjk表示点 k 和点 j 之间存在的捷径

数目，其中，k≠j≠i，且 j<k.

4.结构对等性分析

结构对等性分析是一种研究网络位置模型的方法，其关注的不是节点层次上的个体网络关系，而是位置层次上的整体网络

关系(White et al，1976)。结构对等性分析通过对不同节点与其他节点之间关系模式的判断，将具有相同关系模式的节点归为

同一类，即如果任意两个节点在相互替换之后，并未造成整个网络在结构与性质上的改变，则就认为这两个节点之间具有结构

对等性，因而将其归为一类(刘法建等，2010)。可见结构对等性分析实际上是一种依据网络结构对节点进行分类的一种方法，

所依据的分类方法不再是单一节点的个体属性而是节点之间的关系属性。目前较为常用的结构对等性分析方法是通过对矩阵行

或列相关系数的迭代计算最终产生由 1 和-1组成的相关系数矩阵，在此基础上将各个节点归于不同的子群中(刘军，2009)。

5.中间人分析

中间人是指居于中间位置的人，其在相同子群或不同子群内起到信息传递的中介作用。通过中间人分析可以明确每个节点

在子群内部以及子群之间何种地位，以及扮演何种角色，从而对各个节点进行角色定位。针对所属不同子群位置的不同，中间

人又可以呈现不同的形式(Gould 和 Fernandez，1989)。图 1中的节点 A则分别属于协调员、守门人、代理人、顾问、联络人这

五类不同的中间人。协调员是指中介 A与其所连接的两个节点均属于同一个子群;守门员是指中介 A 只与信息的接收方属于同一

个子群而与信息的发出方属于不同子群;代理人是指中介 A 只与信息的发出方属于同一个子群而与信息的接收方属于不同子群;

顾问是指中介A不与信息的发出方和信息的接收方属于同一个子群而信息的发出方与信息的接收方却属于同一子群;联络人是指

中介 A 与信息的发出方和信息的接收方均不属于同一个子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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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空间关联的实证分析

(一)城市创新关联关系的构建

为了去除数据的时间趋势，本文首先对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月度数据进行了对数化处理。其中，对于个别月度为零的数据，

则将其赋值为 1。由于格兰杰因果检验的使用前提是时间序列数据必须是平稳的，因此必须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判

断时间序列数据是否平稳。本文利用 stata12.0 的 ADF 检验对各城市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检验结果

如表 1 所示，可以看出，各城市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一阶差分后均是平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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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各城市平稳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数据，采用公式(1)和公式(2)可以分别建立 26 个城市两两之间的 VAR 模型。考虑到

VAR 模型对滞后阶数的选择十分敏感，因此本文在综合了 STATA12.0 软件提供的 LR、FPE、AIC、HQIC、SBIC 五种滞后阶数选择

标准的基础上，确定合理的 VAR 模型滞后阶数，在此基础上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构建出如图 1 所示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关

联网络。图中的每一个箭头均代表了一种城市创新的传递方向，从图 2 中可以发现，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的关联现象相对较

为普遍，且既存在高创新水平城市向低创新水平城市的溢出关系，也存在低创新水平城市向高创新水平城市的反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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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城市创新关联的网络特征

1.网络密度分析

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实际测算出的创新关联关系共有 397 个，依据 26 个城市理论上应存在的 650 个创新关联关系可以

测算出整个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关联的网络密度为 0.6108，城市创新关联的网络密度相对较高，意味着长三角城市群各城市

之间的创新关联现象较为普遍。同时从省级行政区划的角度来看，三省省域内的城市创新关联达到了 106 个，其理论关联为 184

个，网络密度为 0.5761，而三省一市省域间的创新关联达到了 291 个，其理论关联为 466 个，网络密度为 0.6245，可见省域间

的创新关联不仅高于省域内的网络密度，更高于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网络密度，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就城市创新关联来看，长

三角城市群并不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效应①，长三角城市群的科技一体化水平相对较高。

2.中心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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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创新关联是一种有向的关系网络，除了中间中心度以外，还需要区分其各城市度数中心度与接近

中心度的内外方向。通过对每个城市的内向与外向关联城市数的分别统计，以及运用公式(4)和公式(5)可以得出如表 3 所示的

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关联的三种中心度指数。从表 3中可知，总体来看，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在城市创新关联网络中呈现

出不同的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表明城市间拥有的权力是迥异的，而且可以发现城市所具有的权力并不与城

市的等级规模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某些中小城市却具有相对较大的权力。

具体来看，就度数中心度而言，合肥、马鞍山、常州、扬州与苏州的内向度数中心度比较大，表明这些城市的创新受到较

多城市的影响，在城市创新关联关系中受益较多，而宁波、杭州、盐城、绍兴与湖州的内向度数中心度相对较小，表明这些城

市的创新受到较少城市的影响，在城市创新关联关系中的受益有限;杭州、无锡、嘉兴、苏州与上海的外向度数中心度比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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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明这些城市的创新影响了相对较多的其他城市，对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影响较大，而宣城、宁波、扬州、

南通与安庆的外向度数中心度比较小，表明受这些城市创新影响的城市相对较少，对长三角城市群整体城市创新水平的提高影

响十分有限。就接近中心度而言，合肥、马鞍山、常州、扬州与苏州的内向接近中心度仍旧比较大，说明这些城市并不是网络

中的核心节点，在城市创新关联关系中的受益往往受到其他城市的控制，自身独立性较差，而宁波、杭州、盐城、绍兴与湖州

的内向接近中心度相对较小，这些城市与其他城市的距离之和较小，在受益与其他城市创新影响的过程中不易于被其他城市所

控制;同理可知，外向接近中心度比较大的杭州、无锡、嘉兴、苏州与上海虽然自身创新影响了相对较多的城市，但是这种影响

关系也很大程度上被其他城市所支配，独立性较差，而外向接近中心度相对较低的宣城、宁波、扬州、南通与安庆虽然在创新

方面影响的城市相对较少，但是却具有较高的独立性，能够很大程度上免于被其他城市所控制。就中间中心度而言，池州、无

锡、苏州、合肥与马鞍山的中间中心度明显高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说明这些城市居于其他城市创新关联的中间位置，

控制了其他城市的创新关联。而宁波、盐城、湖州、台州与南通的中间中心度相对低于长三角城市群的其他城市，也说明这些

城市很大程度上处于其他城市创新关联的边缘，无法控制其他城市创新关联关系的形成与发展。

(三)城市创新关联的空间结构

采用结构对等性分析的 CONCOR 法，并将最大分割深度设定为 2，可将长三角城市群的 26 个城市按照结构对等性的原则分为

图 2与表 4 所示的 4 个子群。如表 4 所示，就网络密度而言，四大子群中子群一和子群三的城市创新关联网络密度相对较大，

均已超过了 0.8，子群一和子群三中的城市在创新方面的关联十分密集。子群二的城市创新关联网络密度虽没有达到子群一和子

群三的网络密度，但是仍高于长三角城市群 0.6245 的整体网络密度，子群二中的城市在创新方面的关联要好于长三角的整体水

平。而子群四的城市创新关联网络密度仅为 0.429，远低于长三角城市群 0.6245 的整体水平，子群四内的城市在创新方面的联

系显然较为稀疏。从表 4中各子群所属成员来看，子群三的成员最多，达到了 10 个城市，而子群二的成员最少，仅有 4个城市，

各子群所属成员并未出现明显的省域分化现象，不同子群的成员均不来自单一省份，这也从另一个侧面验证了表 2 中所得出的

结论，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关联并不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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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结构对等性分析虽然可以将长三角城市群的 26 个城市按照结构对等性的原则分为图 3与表 4所示的 4个子群，但是并

未明确各城市在 4个子群内部以及子群与子群之间居于何种地位，以及扮演何种角色，无法对各城市进行有效的角色定位，因

此有必要对四大子群中的成员城市做进一步的深入分析。采用中间人分析，依据各城市所属子群的不同，通过对各城市在子群

内部以及子群之间的创新关联关系的分析，可得到如表 5 所示的各城市充当不同种类中间人次数的统计结果。由表 5 可知，总

体而言，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在四大子群以及子群内部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中间人角色，在其所在子群乃至整个长三角城市

群的创新发展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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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看，就各城市充当中间人的次数而言，长三角城市群中无锡、池州、苏州、合肥、嘉兴、上海与马鞍山充当中间人

的次数相对较多，均已超过了 100 次，而宁波、盐城、南通、湖州、台州与绍兴充当中间人的次数则相对较少，低于 50 次。无

锡、池州充当协调员与守门员的次数相对较多，上海与合肥充当代理人和顾问的次数也相对较多，而苏州与舟山则主要充当了

联络人的角色。从各子群内部城市对比而言，子群一中，上海和常州充当协调员的次数较多，是子群一内部城市创新关联的枢

纽，合肥在守门人以及顾问上的次数相对较多，是其他子群影响子群一的主要进入门户，上海充当了子群一的主要代理人角色，

是子群一影响其他子群的主要输出窗口，而马鞍山在子群一中扮演联络人的角色十分明显，表明马鞍山是子群一与其他两个子

群同时联系的重要依托。子群二中，滁州是唯一的协调员，起到了沟通子群二内部城市的重要作用，铜陵是子群二的主要守门

人，是其他子群影响子群二的主要进入门户，舟山在子群二中同时居于主要代理人、主要顾问与主要联络人的地位，对子群二

与其他子群进行创新联系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子群三中，无锡主要承担了协调员和代理人的角色，对于子群三内部城市的

创新关联以及子群三外向作用其他子群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苏州主要承担了子群三的顾问和联络人角色，对其他子群内

部城市的创新关联以及某两个子群之间的创新关联影响显著。池州是子群三的主要守门人，这意味着作为主要的创新关联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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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池州是子群三引入吸收其他子群创新影响的主要中转地。子群四中，金华同时承担了子群四的主要协调员、守门人、代

理人、顾问角色，是子群四城市创新最为核心的城市，其对于在子群四与其他子群的沟通交流具有无可取代的作用，同时作为

子群四主要联络人的芜湖，也是子群四消化吸收其他子群创新影响并发挥自身影响力的有力依托。

四、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 2008 年 1 月至 2015 年 12 月的国内发明专利申请量月度数据，在利用格兰杰因果检验构

建城市之间的创新关联关系的基础之上进一步使用社会网络分析法分析了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的关联网络特征以及空间结

构，得出的结论如下：

第一，长三角城市群 26个城市间创新关联的网络密度相对较高，各城市之间的创新关联现象较为普遍。苏浙沪皖省域间的

创新关联网络密度高于苏浙皖省域内的网络密度，长三角城市群并不存在明显的行政边界效应，长三角城市群的科技一体化水

平相对较高。

第二，长三角城市群 26个城市在城市创新关联网络中呈现出不同的度数中心度、接近中心度与中间中心度，城市间拥有的

权力迥异，而且城市所具有的权力并不与城市的等级规模存在明显的正向关系。

第三，长三角城市群存在 4 个子群，各子群的城市创新关联网络密度以及成员规模存在差异;长三角城市群 26 个城市在四

大子群以及子群内部关系中扮演着不同的中间人角色，在其所在子群乃至整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创新发展中起到了不同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 Nam &Pardo 所言，技术创新只是城市创新的一个方面，如何更为全面准确地量化城市创新水平，仍是需

要继续努力的方向，同时有向关系网络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空间关联与无向的关系网络下的长三角城市群城市创新空间

关联的差异如何也是今后需要继续探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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